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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财政税收体制，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进入“十一五”时期，2006
年上半年经济稳步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从长期来看，企业的供给是支持经济增长

的坚实基础。但是，目前民间投资有待加强，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有待改善，政府职能转变

尚未完成，这不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在保持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该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与民争利到让利民间；同时优化税制，降低企业的总体税负和

边际税率，提高企业的投资激励，提供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促进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进而在增长中解决发展问题。总体上，我们强调通过市场导向的改革，在健全的现代市场经

济框架下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一、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面临的若干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资料，2006年前三季度GDP为 141477亿元，同比增长10.7％ ，

比上年同期增长0.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71942亿元，同比增长27.3％，比上年同期增

长1.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62221亿元，同比增长17.2％，比上年同期增长0.9％；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5091亿元，同比增长13.5％，比上年同期增长0.5％；进出口总额为12726
亿美元，同比增长24.3％，比上年同期增长0.6％。就短期而言，宏观经济形势依然表现良好 。

从长期来看，要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就必须改善供给，就必须拥有更多的有国际竞争

力的企业。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1111、民间投资有待加强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数据（表1），我们发现从1993年到2003年的八年间（缺1999、2001和2002年数据），在投资、

消费和出口这“三架马车”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一半左右，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平

均水平。但是投资的主体是政府，不是民间；是国有经济，不是民营经济。表2表明，从实

行分税制的1994年到2005年，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明显高于集体经济和

个体经济，其他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较小。根据12年的数据计算，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投资

的比重大约占了近一半。在国有经济中，中央所属项目又占了很大比例，平均起来大约为三

分之一。这充分说明，目前中国经济总体上仍然是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政

府投资占了主导作用，民间投资还有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应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当然更是投资的主体。我国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断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国有

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和基础性行业。表2
也表明，我国的非国有经济在投资方面的比重不断增长，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非国有经济应该逐步成为投资的主体，但是眼前的现实离这个目标依然

有些距离。这说明，还存在一些制约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的体制性因素，

从而阻碍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表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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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 2：按经济类型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

2222、现行税制对企业发展的制约效应仍未消除

除了增长的动力有待优化，我国的政策环境也有待改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国税

收增长过快，宏观税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税收结构制约了长期经济增长。

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我国总体税负偏高，税收增长过快，高税收部分抵消了稳健财政政策的效果

衡量总体税负的指标是宏观税负，即一定时期一个政府所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 GDP
的比重。鉴于我国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在财政收入之外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因此在“税

收收入/GDP”、“财政收入/GDP”和“政府收入/GDP”这三个常用指标中，“政府收入/GDP”

最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实际宏观税负。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政府收入占 GDP的比重

从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由当年的 16.4％直线上升到 2000 年的 25.1％，明显超过了发展

中国家 20％的世界平均水平。

就税收增长的速度而言，从 1994 年到 2004年，我国税收平均增长率为 17.1％，大大

超过同期 GDP平均增长率 13.6％；税收弹性即税收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的比值在大部分年

份都超过了 1，甚至一度达到了 3（见表 3）。一方面，政府多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频繁

降低利率，不断增发国债。但是，另一方面税收增长又高居不下。过快增长的税收部分抵消

了稳健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研究表明，边际宏观税率每增加 1％，经济增长率就降低大约

3.87％。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年份 总投资 总消费 净出口

1993 8.47 5.83 -2.78
1994 5.84 4.82 2.64
1995 5.94 5.31 1.15
1996 3.29 5.76 -0.06
1997 3.01 3.09 2.44
1998 2.97 3.88 1.06
2000 1.85 5.19 1.05
2003 8.1 3.43 0.71

年份 总额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其他经济

1994 17042.1 0.564191 0.161887 0.115631 0.15829
1995 20019.3 0.544385 0.164311 0.127887 0.163407
1996 22913.5 0.523979 0.15936 0.140144 0.17652
1997 24941.1 0.524905 0.1544 0.1375 0.183196
1998 28406.2 0.541054 0.14758 0.131816 0.179549
1999 29854.7 0.534181 0.145324 0.140537 0.179962
2000 32917.7 0.501384 0.145864 0.143066 0.20969
2001 37213.5 0.473135 0.141846 0.145904 0.239118
2002 43499.9 0.433964 0.137642 0.149867 0.278527
2003 55566.6 0.389821 0.144142 0.138934 0.327103
2004 70477.4 0.355115 0.141403 0.140195 0.363287
2005 88773.6 0.334186 0.134833 0.156472 0.37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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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GDP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比较（1994－2004）

说明：（1）GDP 和税收收入的计算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2）数据根据当年价格水平计算；

（3）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

（2）我国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偏高

目前我国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法定税率为 17％。如果换算成国际通行的“消费型”，

实际税率为 23％。而西方国家的增值税一般都在 20％以下，因此我国的增值税显著偏高。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 33％，高于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市场经济国

家，与实行四级超额累进税率的美国的最高一档边际税率持平。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与美

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企业在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总体处于弱势地位，但是

我国企业的税负却高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这将加重企业的负担，弱化企业的边际投资激励，

也不利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

（3）我国内外资企业之间税负不平等，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壮大

根据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内资企业

和外资企业在所得税的税基和实际税率两个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从税基上看，外资企业在

成本费用补偿方面明显占了优势。例如，现行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的工资支出允许在税前全

额扣除，而内资企业却不行，这意味着内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此外，内资企业的

固定资产折旧率、业务招待费和捐赠支出等项目的应税比例都远比外资企业要低。从实际税

率上看，虽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名义税率相同（33％），但是外资企业享受着广泛的税收

优惠。比如，在生产性、能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行业的外资企业，普遍享受“两免三减

半”、“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并无此权利。据估计，目前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实

际税负大约高出外资企业 10个百分点。这种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加重了内资企业的负担，

不利于内外资企业之间公平竞争，也与我国加入 WTO之后的“国民待遇”原则相悖。

3333、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转变尚未完成

由于市场经济中日益细化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以及天然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不可能长期

代替企业和居民投资或消费，其投资或消费的效率不如企业和居民，并且会对民间投资造成

“挤出”效应。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和居民是主体，政府是市场的管理者和

服务者。良性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由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作为主要动

年份 GDPGDPGDPGDP 税收收入 GDPGDPGDPGDP 增长率 税收增长率 税收弹性

1994 46759.4 5126.88 0.3501 0.2048 0.585063
1995 58478.1 6038.04 0.2506 0.1777 0.709138
1996 67884.6 6909.82 0.1609 0.1444 0.897586
1997 74462.6 8234.04 0.0969 0.1916 1.977747
1998 78345.2 9262.8 0.0521 0.1249 2.396165
1999 82067.5 10682.58 0.0475 0.1533 3.226548
2000 89468.1 12581.51 0.0894 0.1778 1.98844
2001 97314.8 15301.38 0.087704 0.21618 2.464884
2002 105172.3 17636.45 0.080743 0.152605 1.890009
2003 117390.2 20017.31 0.11617 0.134997 1.162057
2004 136875.9 24165.68 0.165991 0.207239 1.248497
平均 86747.15 12359.6809 0.136192 0.171411 1.68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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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驱动的。政府尤其不应该与民争利，通过对高利润行业进行管制来获得垄断利益，甚至直

接参与营利性业务。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例如投资于基础设施，以及提供

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政府职能正在逐步理清，但是职能转变尚未完成。一方面，政府对

微观经济领域干预过多，对许多行业设置了进入壁垒。一些重要的竞争性领域，比如汽车制

造、保险和电信，外资可以以各种方式进入，但是民营企业却难以进入，这有悖于WTO的
国民待遇原则，也有悖于政府的职责。另一个方面，政府手中掌握了多数资源，但是很明显

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不会高于企业的资源。除了占有相当于GDP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之

外，政府还有庞大的预算外收入。特别是地方政府，光是卖地和行政性收费就收入不菲。根

据有关专家计算，2004年这两项的预算外收入高达10473亿元。如果再加上中央转移给地方

的收入8000亿元，以及预算内的财政收入11893.37亿元，2004年全年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总财

力达到30367亿元，占当年GDP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从投资效率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尽

可能地“藏富于民”。

二、通过优化财税体制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在制约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实际上都与第三个问题直接相关。

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政府主导型，所以政府职能转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提，而财税

体制改革将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具体而言，我们建议：

1111、转变政府职能，从与民争利到让利民间

在像美国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主要作用体现为“无形之手”，即在自由

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充当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我国还处于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中，还是一个转型经济。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既

不能充当“无形之手”，对经济放任不管；也不应该充当，直接参与营利业务，与民争利。

转型时期政府的合理定位应该是“扶持之手”，即一方面提供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引导企业

成为市场主体。

具体地说，政府应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国应该从过去的“大政府、小社会”转变为

“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政府应该让利于民，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同时放松行业管

制，让民间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力量，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采

取鼓励企业家创业和企业创新的财政税收政策，在竞争中培育中国民营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政府应该把主要财力用于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建设。表 4显示，近年来，

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稳步增加，并且增长速度也很快。这正是转变政府职能的良机。政府完全

可以将主要财力用于一些企业不愿意或者不能承担的基础性建设项目，例如“新农村”建设 。

根据专家估算，政府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户这四项基本制

度建设投入的财政成本每年大约为 1000亿元，它占 2005 年全国财政支出 33708 亿的 3％ ，

相当于 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 182300亿的 0.55％。如果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支

出，帮助农民进一步减轻负担，那么农村市场的启动就有很大的希望，内需就有望扩大，从

而长期增长的需求方面就有了保证。

表4：财政收支与GDP的比较

年份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收入增长 支出增长 收入/GDP/GDP/GDP/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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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2222、控制宏观税负，适当降低边际税率

从收入的角度看，税收收入依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但是，我国政府还有近一

半的预算外收入。如果按照政府收入占 GDP的比重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超过了世界

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增加的税收一部分来自于征税效率的提升，但是高税负给新增经

济活动带来的负担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我国连续几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负债占

GDP 的比重已经接近 3％的国际警戒线。因此必须控制政府支出的总体规模，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在各种政府支出中，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明显偏高。从1994
年到 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平均比重高达 16％以上，并且总额增加了 4
倍。如何严格控制政府预算，降低政府行政管理费，减少腐败性支出，是一个与长期经济增

长密切相关的艰难课题。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支出越大，名目越多，监督越少，政府官

员腐败和寻租的空间越大。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都表明，政府的腐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毒药 。

从征税效率的角度看，名义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的动机越大，并且纳税人和征税官员合谋

进行腐败的概率也越大，这会降低征税的效率。考虑到中国目前公民的工资外收入通常不经

过银行账户，收入的规范化和网络化管理尚待时日，因此征税效率会更低。

最理想的税收制度应该按照纳税人的实际能力来负担税收，能力相同的人应该纳同样

多税，这是所谓的“横向公平”。但是由于能力属于纳税人的私人信息，因此在纳税人和政

府（征税机构）之间就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称给税收

征管的效率扭曲，政府应该逐步降低各种税收的累进程度。例如，2001 年，美国总统布什

宣布在任期内大幅削减总额高达 1.6万亿美元的税收，重点是简化个人所得税税制，将最高

边际税率从 39％降低到 33％。

但是，我国目前主要税种的边际税率依然较高。根据《福布斯》中文版在 2005 年 7 月

号的报道，在全球 52 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 ”（Tax Misery Index）

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税负痛苦指数是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

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最高法定税率直接加总。我国的财产税为零，

其他各税依次为企业所得税 33％、个人所得税 45％、雇主社会保险（即公司缴纳的社保金）

44.5％、雇员社会保险（即个人缴纳的社保金）20.5％，增值税 17％，最高边际税率直接加

总得出税负指数为 160。尽管税负痛苦指数没有考虑平均税负和税收结构，但是它至少表明

我国的边际名义税率是相当高的。

亿元） （亿元） 速度（％） 速度（％） （％）

1994 5218.10 5792.62 20.0 24.8 11.2
1995 6242.20 6823.72 19.6 17.8 10.7
1996 7407.99 7937.55 18.7 16.3 10.9
1997 8651.14 9233.56 16.8 16.3 11.6
1998 9875.95 10798.18 14.2 16.9 12.6
1999 11444.08 13187.67 15.9 22.1 13.9
2000 13395.23 15886.50 17.0 20.5 15.0
2001 16386.04 18902.58 22.3 19.0 16.8
2002 18903.64 22053.15 15.4 16.7 18.0
2003 21715.25 24649.95 14.9 11.8 18.5
2004 26396.47 28486.89 21.6 15.6 19.3
2005 31649.29 33930.28 19.9 19.1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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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种主要的税种中，增值税是政府主要税收来源，它的问题也尤为突出。目前，我

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它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中所含税金不予抵扣。换算成国际通行的消费

型增值税，我国增值税的实际税率高达 23％。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我国土地增 值

税实行四级超额累进，每级税率分别为 30％、40％、50％和 60％。我国企业所得税分三档，

分别为 18％、27％和 33％，最高档边际税率也属世界最重。我国个人所得税按九级超额累

进，税率从最低档的 5％到最高档的 45％。总体上看，我国上述主要税种的边际税率高于世

界同类国家平均水平，应该适当降低边际税率。从供给的角度看，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

的边际税率，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有利于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有利于

鼓励企业进行自主技术创新，从而为启动民间投资提供制度保障。事实上，在实行增值税的

100 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因此我国应该尽快与国际接轨。

3333、优化税制，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

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健全，各种经济形态开始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应规范各种预算

外收入，尽可能将各种行政性收费和其他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或政府收入的比重降低到世界

平均水平 15％以下。否则，一边降低边际税率，一边提高收费，导致减税的政策效应被抵

消。考虑到税收的调节功能，为了减少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宜在适当时机开征社会保

障税、遗产税、财产税等新税种。

在税制方面，应该尽快实行内外资企业“两税合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差

异太大，不利于民族企业公平竞争，不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与“国民待遇”

原则相悖。建议人大常委会尽快审议以两税合并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后的

税率可以定在 15－20％。为了缓解对吸引外资的冲击，可以规定一个五年的缓冲期。新税

制要规范税前扣除，取消计税工资规定，提高折旧率，减少直至取消各种税收优惠。此外，

对于创业型企业，除了高科技企业之外，普通企业也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便鼓

励企业家创业。

三、小结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除了建议保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加快转变政府

职能，变政府的“攫取之手”为“扶持之手”，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税收政策。1994年，我国

实行分税制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偏低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

收入比重偏低。因此，当时确定的税制很大程度上是要发挥税收的收入功能。当前，我国经

济总体实力稳步上升，GDP总量名列世界前五名，全国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也明显增

加，应该考虑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特别是税收应该为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服务。根据著名

的“拉弗曲线”，降低边际税率后，由于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会上升，因此税基会

扩大。税基扩大，总财富增加，总税收也完全能够增加。当然，在短期内总体财政收入可能

会略微下降，但是我们将得到更合理的、与国际接轨的税收体制。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

到美国、英国、德国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目前纷纷进行不同程度的税制改革，主导思想就是

优化税制，扩大税基，降低边际税率，以便增强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就我国而言，从微

观机制上讲，给定行业平均利润率，边际税率高低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边际报酬。从宏观

上讲，平均税率和宏观税负会改变企业的投资预期，总供给会受到影响，社会总产出也将随

之变化。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降低利率、增加政府投资并非长远之计，而合理改革税收

制度，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则可以为中国经济的长期良性增长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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